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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植硅体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沉淀在细胞内的非晶质二氧化硅矿物, 在其沉淀过程中能够

封存部分植物细胞的有机碳, 植物死亡、腐烂、燃烧后, 植硅体及其封存碳会被长期保存于土壤

或沉积物中, 而这一部分碳封存量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中一直没有得到计算. 黍、粟是我

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以来典型的旱作农作物, 是研究人类活动影响陆地碳循环平衡的重要材料, 

通过湿式灰化法提取 8 种现代黍、粟植硅体并对其植硅体封存的碳含量进行测定, 计算了粟、黍

干物质产量、植硅体产量及碳封存量, 结果表明: (1) 黍和粟的植硅体碳含量分别占其干物质量

的 0.136%±0.070%和 0.129%±0.085%; (2) 根据黍和粟近 10 年平均粮食产量计算, 中国的黍和粟

植硅体碳封存速率平均值分别为 0.020±0.010 和 0.023±0.015 t CO2 hm2 a1, 以粟植硅体的高碳

封存速率 0.038 t CO2 hm2 a1 以及目前全国的旱作农业 62.4×106 hm2 的种植规模计算, 每年将通

过旱作植硅体封存约 2.37×106 t CO2; (3) 1949~2008 年间, 尽管我国粟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减少, 

仅粟植硅体累积封存了约 7×106 t CO2. 植硅体碳有可能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丢失碳汇的一部

分, 研究不同农作物植硅体封存碳含量, 可以客观认识人类活动对碳循环变化的影响. 

关键词   

植硅体  

旱作农业  

碳封存  

植硅体碳 

  

 

碳循环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最活跃的循环之一, 

受到了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等科学研究组织的重点

关注, 成为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 [1~4]. 碳循环研究

中, 碳汇研究最具有不确定性, 特别是对 CO2 失汇现

象, 当前学术界有不同的解释[5~8]. 理论上讲, 大气、海

洋和陆地是 3 个可能的碳库. 目前对这部分 CO2失汇

的研究一般认为存在于陆地生态系统[9], 其地域最有

可能是北半球中纬度地区 [10]. 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

圈因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碳库 , 其微小的环

境变化会显著影响碳汇大小和分布 [11], 成为可能的

碳汇之一 [12], 在减少碳汇不确定性方面具有深入探

索的潜力和重要的研究空间[13].  

植硅体是植物生长过程中沉淀在植物细胞腔内

或细胞间的非晶质二氧化硅矿物 [14,15], 植硅体碳

(PhytOC)或植硅体封存碳 , 是植硅体在形成过程中

封存的植物细胞内的有机碳 [16], 随植物的死亡及其

有机质残体分解 , 植硅体碳可以随植硅体长期存在

于土壤和沉积物中 , 在第三纪 [17]乃至晚白垩纪的地

层中都有发现 [18]. 最近的研究表明 , 全球竹林每年

会通过植硅体长期封存 15.6×106 t CO2, Parr 等人[19]

研究认为如果全球 4.1×109 hm2 的潜在耕地都选择种

竹子(或与竹子有相当植硅体碳封存潜力的作物), 按

照中等的植硅体碳封存速率(0.36 t CO2 hm2 a1), 全

球植硅体碳封存量将达到每年 1.5×109 t CO2. 这一碳

封存速率将有效的减少全球 CO2 排放量, 其占当前

增加大气 CO2 排放量的 11%[19], 可见土壤里的植硅

体封存碳可能是难以分解的有机物中的一员 [20], 其

在陆地碳循环中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学术界关注[21].  

较早开展植硅体碳研究的学者对植硅体碳的物

理化学性质以及其在植硅体中含量进行了研究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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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部分植硅体碳含量占植硅体重量的 0.2%~5.78%左

右 [22~25]. 当前对于植硅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环境

与古气候重建[26~29]、农业考古[30~32]、植硅体放射性

定年 [23,24]、碳同位素研究 [33~35]以及植物分类学 [36,37]

等方面 , 对不同植物植硅体含量以及植硅体碳含量

研究相对较少 . 尽管当前已经有对竹子和甘蔗等植

硅体碳封存的研究 [19,38], 但对于其他富含植硅体的

禾本科植物如高粱 (Sorghum bicolor)、水稻 (Oryza 

sativa)、黍(Panicum miliaceum)和粟(Setaria italica)

等, 其植硅体碳含量的研究目前尚处于空白.  

传统观点认为作为草本植物的农作物 , 茎杆等

有机物质会快速腐烂分解 , 其碳汇为零 [39], 忽视了

农作物(以及其他草本植物)植硅体封存的碳. 考虑到

中国广阔的耕地面积以及悠久的农作物栽培历史 , 

开展农作物植硅体碳研究 , 清算过去农业活动碳汇

并重新估计当前农业碳汇潜力 , 可以为探索丢失碳

汇的去向和国际气候谈判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 本

文以黍和粟作为研究对象 , 目的在于分析其植硅体

碳含量并对其植硅体碳封存速率进行估算 , 最后利

用以黍、粟为代表的旱作作物植硅体碳含量初步估算

了中国旱作农业的植硅体碳封存潜力.  

1  材料与方法 

本文所选 8 个品种的黍(Panicum miliaceum)和粟

(Setaria italica)植物样品分别采自于北京、甘肃以及

辽宁 3 地(表 1). 采集成熟的黍、粟整株样品. 去除根

部, 选择每株根部以上样品(包含完整的茎、叶和穗等)

进行分析. 首先用蒸馏水辅以超声波(20 min, 100 Hz)

对每株样品清洗 2 次, 然后以 70℃烘干(24 h), 最后

搅碎样品, 使其充分混合. 每种黍和粟各分析 4 份  

表 1  黍、粟采样地点及样本数量 

黍、粟 

编号 
黍、粟种类 采样地点 

样本 

数量 

甘肃粟 Setaria italica Gansu 甘肃省西峰区 4 

辽宁粟 A Setaria italica Liaoning A 辽宁省绥中县 4 

辽宁粟 B Setaria italica Liaoning B 辽宁省绥中县 4 

北京粟 Setaria italica Beijing 北京市门头沟区 4 

甘肃黍 A Panicum miliaceum Gansu A 甘肃省西峰区 4 

甘肃黍 B Panicum miliaceum Gansu B 甘肃省西峰区 4 

辽宁黍 Panicum miliaceum Liaoning 辽宁省绥中县 4 

北京黍 Panicum miliaceum Beijing 北京市门头沟区 4 

样品.  

现代植物植硅体提取方法前人已有描述 [15,40], 

本文采用传统成熟的湿式灰化法, 并略有修改, 旨在

完全氧化样品中的有机质, 具体步骤如下: ① 用高

精度天平(精确度 0.01 mg), 定量称取 1 g 左右烘干搅碎

的样品, 放入试管中, 待氧化; ② 往试管中加入 5 mL

浓硝酸(65%)氧化植物有机质, 将试管放入沸水中加

热, 直至反应完全停止, 离心, 用蒸馏水清洗干净(每

次离心时间均为 5 min, 3000转/min); ③ 加入 5 mL浓

度为 10%盐酸, 将试管在 80℃水中加热 30 min, 离心, 

清洗; ④ 再次向清洗完毕的样品中加入 5 mL 浓硝

酸(65%), 加热 , 确保有机质被全部去除 , 离心 , 清

洗; ⑤ 向清洗完毕的样品中加入 5 mL 浓硫酸, 并放

入沸水中热浴 1 h; ⑥ 冷却试管至室温, 然后加热, 

并向试管中缓慢注入浓度为 30%双氧水, 进一步氧

化 , 直至试管中液体澄清; ⑦  用蒸馏水清洗 4 次 , 

将样品放入烤箱 70℃烘 24 h.  

称取烘干的样品并减去试管空重得到植硅体含

量. 对处理后的样品制作固定片, 使用奥林巴斯显微

镜检查样品中植物有机物质是否被完全氧化. 如图 1

所示, 湿式灰化法去除了样品中其他有机质. 植硅体

碳含量采用德国 Elemental Analyzer vario EL 元素分

析仪测定, 每个样品测试 2 次. 测定工作在北京大学

分析测试中心完成.  

2  结果 

如表 2 所示, 黍和粟的植硅体含量变化范围在

3.027%~18.787%之间. 8 种黍和粟的植硅体碳含量变

化也比较明显, 其含量在 0.88%~4.775%之间. 黍的植

硅体碳含量平均为 2.51%, 高于粟的平均含量 1.920%. 

对黍和粟植硅体碳含量/干物质与其植硅体含量进行

相关分析 , 发现二者不存在相关性 (P=0.071, R2= 

0.105), 而植硅体碳含量 /干物质与植硅体碳含量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P<0.01, R2=0.434).  

3  讨论 

3.1  植硅体与植硅体碳含量 

不同植物的植硅体含量存在较大差异 , 一般认

为被子植物植硅体含量要高于裸子植物 , 而在被子

植物里 , 隶属单子叶植物的禾本科植物植硅体含量

较高 [41]. 是否不同植物其植硅体碳含量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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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植硅体透射光照片 

两图都为粟植硅体, 标尺为 10 m 

表 2  黍和粟样品干重、植硅体含量、植硅体百分含量、植硅体碳含量与植硅体碳含量植物干物质产量比值 

粟和黍样品编号 样品干重(g) 植硅体含量(g) 植硅体百分含量(%) 植硅体碳百分含量(%) 
植硅体碳占干物质 

百分含量(%) 

甘肃粟-1 1.079 0.049 4.541 4.775 0.217 

甘肃粟-2 1.075 0.058 5.395 2.085 0.112 

甘肃粟-3 1.051 0.063 5.994 2.59 0.155 

甘肃粟 4 1.040 0.042 4.038 4.605 0.186 

辽宁粟 A-1 1.035 0.065 6.280 1.03 0.065 

辽宁粟 A-2 1.014 0.065 6.410 1.17 0.075 

辽宁粟 A-3 1.010 0.060 5.941 1.005 0.060 

辽宁粟 A-4 1.033 0.065 6.292 0.97 0.061 

辽宁粟 B-1 1.050 0.061 5.810 1.06 0.062 

辽宁粟 B-2 1.015 0.076 7.488 0.98 0.073 

辽宁粟 B-3 1.012 0.063 6.225 1.12 0.070 

辽宁粟 B-4 1.037 0.106 10.222 1.15 0.118 

北京粟-1 1.058 0.094 8.885 0.94 0.084 

北京粟-2 1.004 0.142 14.143 0.88 0.124 

北京粟-3 1.059 0.138 13.031 1.85 0.241 

北京粟-4 1.073 0.086 8.015 4.515 0.362 

粟平均  0.077±0.029 7.419±2.860 1.920±1.427 0.129±0.085 

甘肃黍 A-1 1.054 0.050 4.744 2.92 0.139 

甘肃黍 A-2 1.019 0.048 4.711 4.62 0.218 

甘肃黍 A-3 1.017 0.055 5.408 3.665 0.198 

甘肃黍 A-4 1.014 0.043 4.241 3.05 0.129 

甘肃黍 B-1 1.037 0.044 4.243 3.86 0.164 

甘肃黍 B-2 1.033 0.038 3.679 3.39 0.125 

甘肃黍 B-3 1.041 0.042 4.035 2.95 0.119 

甘肃黍 B-4 1.014 0.041 4.043 4.635 0.187 

辽宁黍-1 1.022 0.192 18.787 1.45 0.272 

辽宁黍-2 1.009 0.147 14.569 1.495 0.218 

辽宁黍-3 1.015 0.058 5.714 1.815 0.104 

辽宁黍-4 1.002 0.088 8.782 1.245 0.109 

北京黍-1 1.024 0.031 3.027 1.345 0.041 

北京黍-2 1.034 0.043 4.159 1.295 0.054 

北京黍-3 1.020 0.034 3.333 1.215 0.040 

北京黍-4 1.036 0.049 4.730 1.21 0.057 

黍平均  0.063±0.044 6.138±4.384 2.51±1.265 0.136±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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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是什么因素控制着这种差异 , 目前还没有得到

完全的解答 . 对前一问题的研究不是本文的研究重

点, 但通过对 8 种黍和粟的植硅体碳含量/干物质与

其植硅体含量统计分析 , 发现二者之间不具有显著

的相关关系(P=0.071, R2=0.105), 而黍和粟的植硅体

碳含量 /干物质则与植硅体中封存的碳含量相关

(P<0.01, R2=0.434). 对小麦植硅体的研究也得出了

同样的结论 [42], 这可能证实了植物的植硅体碳含量

并不完全由植硅体含量多少决定 , 而与其植硅体本

身的固碳能力和效率相关[19].  

封闭在植硅体颗粒中的这部分碳 , 随植物死亡

而与植硅体长期沉积于土壤中. 在土壤碳库计算中, 

常规的土壤有机碳分析方法如燃烧法和铬酸法 [43,44]

无法检测到植硅体中封存的碳含量 . 前人在测定植

硅体碳含量时曾利用电子探针法 [45]. 其得到的结果

仅仅是电子束激发区域内的信息 , 因此测定的样品

某种元素总含量是不准确的 , 表现为得出部分植物

植硅体局部区域的碳含量高达 30%. 本文所用元素

分析仪采用动态燃烧法分解样品 , 其温度超过

1000℃, 植硅体完全分解, 其中碳成分可以充分燃烧, 

从而被仪器测定.  

3.2  黍和粟植硅体碳封存量的计算 

黍和粟是东亚干旱 -半湿润地区重要的粮食作

物 [46], 它们是以中国北方黄河中游的旱作农业区为

中心最早被驯化的农作物 [47]. 迄今为止 , 仍然是中

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 . 由于二者

生理特性和栽培条件相似, 因而其种植和分布范围多

有重合[48]. 根据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2007 年全国粟种

植面积约 83.89×104 hm2 左右, 总产量为 1.507×106 t[49]. 

根据中国小杂粮产业发展报告 , 黍的常年种植面积

约 1×106 hm2 [50], 年产量约 1.5×106 t[51].  

在计算每年单位面积农作物植硅体碳封存量中, 

准确计算生物量至关重要. 粮草比, 即某种农作物单

位面积籽粒产量与秸秆产量比值 , 常被用于作物地

上净初级生产量估计[52,53]. 由于当前详细的粟、黍生

物量的研究较少 , 本文利用我国已有黍粟粮食产量

和粮草比(或谷草比)估计单位面积作物秸秆产量, 进

而估计单位面积作物的生物量.  

粟粮草比来自于前人对全国 300 个地点的农作

物资料的统计, 其平均值为 0.62[54], 以 1999~2008 年

全国平均粟产量 1.83 t/hm2 计算[49], 相对应每公顷粟

的生物量(秸秆+粮食)为 4.789 t, 粟的植硅体碳平均

封存量为 0.023±0.015 t CO2 hm2 a1, 最高封存量为

0.038 t CO2 hm2 a1. 通过统计 442 个品种的黍的粮

草比[55], 平均值为 0.58, 以平均粮食产量为 1.5 t/hm2

计算[51], 黍的生物量为 4.086 t/hm2, 其植硅体碳平均

封存量为 0.020±0.010 t CO2 hm2 a1. 与甘蔗植硅体

碳封存量(0.12~0.36 t CO2 hm2 a1)相比[38], 黍和粟

的植硅体碳封存量较小 , 这可能与它们的植硅体碳

含量和生物量的大小有关.  

Parr 等人[16]通过对位于巴布新几内亚西不列颠

省纳姆度 (Numundo)地区的火山灰和古土壤互层中

有机碳和植硅体碳研究, 发现经过 2 千多年的分解, 

植硅体碳所占土壤碳的比例由表土不到 10%, 上升

到 2千多年前的 82%(图 2), 因此包括黍和粟, 其他植

物植硅体对碳的封存都是一个长期的累积过程 . 参

照1949~2008年间粟产量变化(http://www.sannong.gov. 

cn), 以粮草比(0.62)和最高植硅体碳占干物质的比值

0.214%(0.129%+0.085%)计算过去 60 年以来粟植硅

体碳封存量变化, 60 年共封存约 7×106 t CO2(图  3), 

可以抵消 2.69×106 t 标准煤燃烧所排放的 CO2. 如图

3 所示, 1949 年以来粟植硅体碳的年封存量大体上呈

减少趋势 , 这与粟作物种植面积缩小的趋势是一致

的 , 小麦等同样具有植硅体碳封存能力的旱作作物

仍然在封存大气中的 CO2.  

以 2006 年底全国耕地面积为 130×106 hm2 计

算 [56 ] ,  我国旱作农业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48% 

(62.4×106 hm2)[57], 若所有旱作农业区耕地都种植与

粟或黍具有相当植硅体碳封存量的作物, 以本研究中 

 

图 2  纳姆度地区土壤中植硅体碳和其他有机碳含量变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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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49~2008 粟植硅体碳封存量变化 

粟的高封存速率 0.038 t CO2 hm2 a1 计算, 整个旱作

农业作物植硅体碳每年可封存约 2.37×106 t CO2. 虽

然很早就有学者发现植硅体里封闭部分碳 [58], 但一

直以来忽视了其对碳循环研究的重要性 . 深入理解

植硅体碳的封闭机制并研究不同植物植硅体碳含量

将有助于我们准确估算全球植硅体碳封存速率.  

4  结论 

传统观点认为 , 农作物以及草本植物的有机物

质会快速分解 , 其碳汇为零 , 新的研究发现农作物

(以及其他草本植物)植硅体中封存了大量的碳. 在碳

平衡研究中, 富含植硅体的农作物(如禾本科作物)其

碳封存效应都不容忽视. 中国的旱作农业黍和粟, 其

植硅体碳封存量分别为 0.020±0.010 和 0.023±0.015 t 

CO2 hm2 a1, 1949~2008 年期间, 通过粟植硅体碳共

封存约 7×106 t CO2, 大约可以抵消 2.69×106 t 标准

煤燃烧排放的 CO2. 以黍粟植硅体碳封存量估算中国

北方旱作农业每年将封存约 2.37×106 t CO2, 农业活

动与碳平衡的关系是复杂的 , 现有陆地生态系统碳

汇研究并未考虑通过植硅体封存的碳, 是潜在的还没

有被完全认知的碳封存方式, 拥有很大的封存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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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 

在杭州召开 

近年来, 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由

此形成的政策模拟学科发展迅速, 政策模拟已经深入到了国

民经济与发展管理的各个方面. 2011 年 10 月 29~30 日, 由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主办、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

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政策模拟研究中心承办的“2011 年政策

模拟理论与技术”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

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华

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 20 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80 多

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有 38 位专家、学者在会议上

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与会者围绕“政策模拟理论、技术及

实践”这一主题, 就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学、人口与社会保

障、低碳城市、区域发展、宏观经济等多领域进行了成果

汇报和研讨.  

为了应对全球环境变化, 各种气候保护和碳减排方案

的有效性和经济影响评估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中国科学

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王铮研究员等构建了一个新

型集成评估(IAM)模型, 模拟出各种可能的全球减排方案

的公平性, 提出在各种减排目标下保障中国经济平稳最优

增长的路线和政策. 河南大学的秦耀辰教授, 对我国城市

的低碳发展水平作了研究, 揭示产业结构演化与碳排放强

度有复杂的关系. 在人口和社会保障领域, 浙江大学尹文

耀研究员认为目前我国的生育政策研究存在诸多理论和技

术问题, 他针对不同生育政策方案进行了模拟仿真, 运用

综合评价和定量比较的方法, 建议了各省最佳生育政策方

案. 浙江大学何文炯教授模拟提出社会医疗保险政策, 指

出随着社会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 如果政策不作重大调

整, 我国多数地区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余额将在缓慢增长

后逐步下降并将变为负数. 华东师范大学的丁金宏教授研

究了我国的人口发展动态, 认为当期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

老龄化而是少子化. 北京大学薛领副教授使用遗传计算法, 

利用自主体建模描述了商业中心的动态演化.  

一些学者还将政策模拟的理论与技术广泛地运用到

了低碳发展、区域经济、人口城市化、人口和社会保障、

宏观经济领域. 特别是模拟研究宏观经济某个方面的影响, 

如对人民币汇率变动、通货膨胀、工资水平和经济增长等

一系列相关问题. 此外, 与会的专家、学者还交流了政策

模拟基础理论、模型构建、技术创新方面的成果和政策模

拟基础平台的建设经验.  

这次会议有众多的研究生参加, 他们在政策模拟的方

法和应用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一些研究成果, 得到了

会议的高度评价.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此次“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的学

术研讨会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许多具有重

要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的科学成果 , 进一步推动了

“政策模拟理论与技术”在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应用和发

展, 成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范例.  

 
(本刊讯)  

 


